
第 ４０ 卷第 １９ 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９
Ｏｃｔ．，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中国林科院院基金（ＣＡＦＹＢＢ２０１７ＱＣ００１， ＣＡＦＹＢＢ２０１９ＧＣ０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２１；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３１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ｌｕｓｅｎ＠ ｃａｆ．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９０６２１１３１３

任荣秀，杜章留，孙义亨，宋学姝，陆森．华北低丘山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团聚体及其有机碳分布特征．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１９）：６９９１⁃６９９９．
Ｒｅｎ Ｒ Ｘ，Ｄｕ Ｚ Ｌ，Ｓｕｎ Ｙ Ｈ，Ｓｏｎｇ Ｘ Ｓ，Ｌｕ Ｓ．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０（１９）：６９９１⁃６９９９．

华北低丘山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团聚体及其有
机碳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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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土壤团聚性及有机碳分布，进而改变土壤碳循环过程。 对太行山南部 ５０ 年刺槐人工林（Ｒ５０）、１７ 年刺

槐人工林（Ｒ１７）、自然恢复林（ＮＲ）和农田（ＣＬ）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表层土壤（０—２０ ｃｍ）进行了系统研究，利用湿筛法对

土壤团聚体进行分级，并计算土壤结构稳定性参数（平均重量直径 ＭＷＤ，团聚体比例 ＡＲ）及不同粒径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进

而分析弃耕后土壤团聚体分布及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变化。 结果表明，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及团聚体有机碳含

量有显著影响，自然恢复林与刺槐林的大团聚体（＞０．２５ ｍｍ）含量都高于农田，且自然恢复林的大团聚体增加更显著。 ＭＷＤ 的

计算结果表明：自然恢复林＞刺槐人工林＞农田，说明该区域的自然恢复方式更容易促进大团聚体的形成，并显著改良土壤结构

及增强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弃耕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各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均高于农田，且团聚体有机碳

含量与团聚体稳定性呈正相关。 这些结果说明，研究区域的自然植被恢复和人工造林都可以显著提高土壤的固碳能力，且储存

的有机碳主要存于大团聚体中，而农田的有机碳大都存于粘粒＋粉粒团聚体中。 自然植被恢复和人工造林均提高了土壤结构

稳定性，是改善团粒结构、提高土壤质量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土地利用方式；团聚体；土壤有机碳；有机碳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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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等人为干扰是引起全球气候不平衡的重要因素［１］，合理的土地利用变化管理可促进土壤

有机碳（ＳＯＣ，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积累并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２］。 森林土壤有机碳库是全

球最大的土壤碳库，其含量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引起大气 ＣＯ２浓度的巨大改变［３］。 作为土壤结构的基本单元，
团聚体是土壤养分的贮存库和各种土壤微生物的生境［４⁃５］，不同粒径的团聚体会影响土壤持水性、通透性和

孔隙性［６］。 良好的团粒结构不仅可以增强土壤稳定性、降低水土流失，还可以增强有机碳的物理保护作

用［７］。 因此，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目前已被视为土壤质量或土壤健康的重要指标［８］。
在土壤团聚体研究中，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团聚体的粒径分布及其有机碳含量变化和成因，一直以来都

是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对团聚体稳定性及其有机碳含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耕作方式、不同施肥处理等

农田土壤［９⁃１０］，或者研究不同林分类型之间的团聚体及有机碳差异［１１⁃１２］。 如王峻等在研究不同耕作方式、秸
秆还田对土壤团聚体及有机碳的影响后发现，采用免耕和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措施可以增加团聚体稳定

性，同时伴随着土壤固碳潜力的增强［１３］。 于法展等在对马尾松林、黄山松林等六种不同森林植被的土壤团聚

体及有机碳含量研究后发现，不同林分类型间土壤 ＭＷＤ 值差异较大［１４］。 但长期以来，对弃耕还林引起的自

然植被恢复与人工植被恢复的团聚体及其有机碳动态变化研究较少涉及。 华北低丘山地是华北平原的重要

生态屏障，是我国林业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作为该区域的主要造林树种之

一，现已在华北低丘地区形成了多龄级人工林。 但目前对该区域弃耕后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团聚体有机碳

变化及其物理保护机制仍不清楚。 为此，本文以华北南部低丘山地不同林龄的刺槐人工林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与自然恢复样地和农田进行对比，深入探讨弃耕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土壤团聚体分布及其有机碳

含量的影响，并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可为深入认识该区域弃耕后的土壤质量演变、选择合理

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而提高生态效益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在黄河小浪底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３５°０１′Ｎ，１１２°２８′Ｅ） 进行，实验区域海拔为 ３８２ ｍ，地处河

南省济源市境内的太行山南段与黄河流域的交接处（图 １）。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 １２．４—
１４．３ ℃，年日照时数为 ２３６７．７ ｈ，年均降水量为 ６４１．７ ｍｍ，无霜期历年平均为 ２１３．２ ｄ，土壤类型主要为石灰岩

风化母质淋溶性褐土。
１．２　 采样地点及样品采集

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遵循试验样地与周边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在土壤类型、地势起伏及海拔接近的

半阳坡、以 ５００ ｍ 为半径的圆形研究区范围内，选取弃耕 １７ 年刺槐人工林、弃耕 ５０ 年刺槐人工林、弃耕 ５０ 年

自然恢复林、农田为研究对象（图 １）。 其中，刺槐林地为不同时期的农田弃耕后人工种植，之后没有人为扰

动；自然恢复样地为农田弃耕 ５０ 年后的自然恢复结果，历经多年自然恢复演替，无人为扰动。 样地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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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位置（济源，中国）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Ｊｉｙ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Ｒ５０：弃耕 ５０ 年刺槐林 ５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ｅ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１７：弃耕 １７ 年刺槐林 １７⁃ｙｅａｒｓ⁃ａｇｅ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Ｒ：弃 耕 ５０ 年 自 然 恢 复 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Ｌ： 农

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显示，１７ 年林龄刺槐林的平均胸径为 ７．５ ｃｍ，平均树高

为 ９．５ ｍ，郁闭度为 ７５％；５０ 年林龄刺槐林的平均胸径

为 １２．６６ ｃｍ，平均树高为 １３．７９ ｍ，郁闭度为 ８５％；两块

刺槐 林 样 地 主 要 草 本 植 物 有 竹 叶 草 （ 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ｕｓ ）、 藠 头 （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垂 序 商 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地胆草（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ｏｐｕｓ ｓｃａｂｅｒ）、
绢毛匍匐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ｒｅｐｔａｎｓ ｖａｒ． ｓｅｒｉｃｏｐｈｙｌｌａ）等。
弃耕 ５０ 年自然恢复样地内的现有优势物种为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经测量构树的平均胸径为 ８．６
ｃｍ，平均树高为 ９．３１ ｍ；自然恢复样地的地上其他植被

十分丰富，主要为荆条（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矛 叶 荩 草 （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ｓ ）、 藠 头 （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竹叶草（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ｕｓ）等。 对照的农

田样地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地，耕作采用旋耕方式，
耕作深度约为 ２０ ｃｍ，施肥和灌溉均遵循当地农民的传

统习惯。 在采样期间，农田地表除农作物外未见明显其

他植被。
采样时，在每块样地上随机选择五个样点作为重

复，分别取 ０—１０ ｃｍ 和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原状土装入

保鲜盒带回实验室。 所取样品沿自然裂隙掰开，立即去

除可见的砾石、植物残体、根系和土壤动物，风干后采用

Ｓｉｘ 等［１５］的土壤团聚体湿筛法进行颗粒分级：称取 １００
ｇ 风干土样分成两份，每份通过一个 ３ 层套筛（２ ｍｍ，
０．２５ ｍｍ，０．０５３ ｍｍ），在纯水中进行湿筛分离（震荡振

幅 ３ ｃｍ，频率 ５０ 次 ／分），分别得到＞２ ｍｍ、２—０．２５ ｍｍ、
０．２５—０．０５３ ｍｍ、＜０．０５３ ｍｍ４ 个不同的组分，对不同组分在 ６０℃条件下烘 ４８ ｈ 后称重，并进行土壤团聚体有

机碳含量测定。
在本研究中，土壤有机碳的测定使用德国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ＩｓｏＰｒｉｍｅ １００（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ｅ ＧｍｂＨ，德国）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进行。 该仪器使用燃烧法进行元素测定，因而对待测土样需要先用 ０．１ ｍｏｌ ／ Ｌ 盐酸进行

去酸前处理，去除无机碳后再进行有机碳测定［１６］。
１．３　 数据分析

在本研究中，分别计算平均重量直径（ＭＷＤ，Ｍｅａ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和团聚体比例（ＡＲ，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
作为土壤结构稳定性的评价指标［１７］。

ＭＷＤ ＝ ∑
ｎ

ｉ ＝ １
ｗ ｉ ｘｉ （１）

式中，ｎ 为粒径分组的组数，ｗ ｉ 为该组团聚体占所有粒径团聚体的质量分数，ｘｉ 为该组团聚体的平均直径

（ｍｍ）。

ＡＲ 的计算公式为 ＡＲ ＝ Ｍａｃｒ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ｉｃｒ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２）

式中，Ｍａｃｒ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为粒径＞０．２５ ｍｍ 的团聚体占所有粒径团聚体的质量分数，Ｍｉｃｒ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为粒径＜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占所有粒径团聚体的质量分数。

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的计算方法为［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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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 ＝ 该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 该粒径团聚体质量分数
土壤总有机碳含量

（３）

统计分析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方差分析，其中平均值的检验采用 ＬＳＤ 法，显著性水平 Ｐ ＝ ０．０５，误差线

为 ＳＥ。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分布及土壤结构稳定性的影响

弃耕后，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影响各个深度土壤团聚体大小的分布。 如图 ２ 所示，在自然恢复林 ０—１０
ｃｍ 土层， ＞２ ｍｍ 粒径的团聚体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Ｐ＜０．０５），而 ０．０５３—０．２５ ｍｍ 粒径的团

聚体含量明显低于其他土地利用方式（Ｐ＜０．０５）。 在＜０．０５３ ｍｍ 粒径中，农田土壤的该粒径含量显著高于其

他几种土地利用方式（Ｐ＜０．０５），刺槐林与自然恢复林在该团聚体粒径之间含量也存在差异，其中弃耕还林 １７
年刺槐林土壤与自然恢复林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总的来说，除自然恢复林外，＞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在各个土

地利用方式中均含量最低；四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团聚体含量均随着团聚体粒径的减小呈现先增高后

降低趋势。

图 ２　 各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粒径土壤团聚体含量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自然恢复林＞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Ｐ＜０．０５），这一

趋势和 ０—１０ ｃｍ 一致。 计算结果表明，自然恢复林 ０．２５—２ ｍｍ 粒径的团聚体含量分别是 ５０ 年刺槐林土壤、
１７ 年刺槐林土壤、农田土壤的 １．２１、１．２８、１．３１ 倍。 对于＜０．０５３ ｍｍ 粒径，农田土壤在该粒径含量均高于其他

几种处理，但统计显示只与自然恢复林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由 ０—１０ ｃｍ 与 １０—２０ ｃｍ 两个土层测定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粒径的影响在

表层更加明显。 除农田土壤外各土地利用方式大团聚体（ ＞０．２５ ｍｍ）含量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都比 ０—１０ ｃｍ
土层低，而农田土壤的大团聚体（＞０．２５ ｍｍ）含量在两个土层差异较小。

团聚体比例及平均重量直径计算结果如图 ３ 所示，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弃耕 １７ 年刺槐林、弃耕 ５０ 年刺槐

林与自然恢复林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的 ＡＲ 值分别是农田的 １．３３，１．４６，３．４９ 倍，自然恢复林与其他 ３ 种土地利

用方式间均呈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 ＡＲ 值分别是农田处理的 ０．７８，
０．９１，１．３１ 倍，自然恢复林与其他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呈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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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团聚体比例（ＡＲ）与平均重量直径（ＭＷＤ）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Ｒ）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ＷＤ） ａｔ ｆｏｕ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４ 个土地利用方式的 ＭＷＤ 值范围为 ０．８７９—１．７７ ｍｍ，弃耕 １７ 年刺槐林、弃耕 ５０ 年刺

槐林与自然恢复林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的 ＭＷＤ 值分别是农田的 １．３３、１．３０、２．０１ 倍，其中自然恢复样地 ＭＷＤ
值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弃耕后，５０ 年林龄刺槐和 １７ 年林龄刺槐土壤 ＭＷＤ 值均高于农田土壤，
但差异并不显著。 对比不同土壤深度的计算结果显示，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中弃耕 １７ 年刺槐林、弃耕 ５０ 年刺槐林

与自然恢复林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的 ＭＷＤ 值比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分别降低 １９．８％、１７．８％和 ２９．９％。
以上结果表明，在 ４ 种土地利用方式的两个土层，自然恢复林 ＡＲ 与 ＭＷＤ 值均最高，而农田呈现较低的

团聚体稳定性指标值。 这说明在该区域的自然恢复较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更有利于大团聚体形成，对土壤结构

的稳定性有最积极作用。 对比自然恢复林与人工林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图 ３），自然恢复林在两个土层上均呈

现出相对大团粒结构，并和人工林呈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 ４　 各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Ｆｉｇ．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ｓ ａｔ ｆｏｕ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土地利用方式在同一团聚体粒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各粒径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及其有机碳贡献率的影响

如图 ４ 所示，土地利用方式影响不同粒径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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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值出现在弃耕 ５０ 年刺槐林土壤＜０．０５３ ｍｍ 粒径团聚体内，而团聚体有机碳含量最低值出现在农田土

壤的＞２ ｍｍ 粒径，并且各处理不同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均大于农田。 而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团聚体有机碳

含量最高值出现在农田土壤的 ０．０５３—０．２５ ｍｍ 粒径，最低值出现在弃耕还林 １７ 年的刺槐林＞２ ｍｍ 粒径。 对

比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和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结果显示，除农田外的各个土地利用方式其各个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

量均随深度增加有明显降低。 对于农田土壤，其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部分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反而超过 ０—
１０ ｃｍ 土层。

如图 ５ 所示，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除农田外，其余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土壤有机碳贡献率表现一致，均以

０．２５—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最大，随着粒径的减小，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逐渐降低。 在农田土壤

中，土壤有机碳贡献率最高的是 ０．０５３—０．２５ ｍｍ 和＜０．０５３ ｍｍ 两个粒径的团聚体。 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农田

土壤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随粒径增大而降低；而其他 ３ 种林地土壤这一土层中，除＞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有机碳

贡献率较低外，其余几种粒径团聚体的有机碳贡献率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图 ５　 各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粒径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ｓ ａｔ ｆｏｕ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种土地利用方式下不同团聚体粒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３　 土壤有机碳含量与结构稳定性的关系

两个土层土壤的 ＳＯＣ 和ＭＷＤ 的相关性如图 ６ 所示。 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内，ＭＷＤ 和 ＳＯＣ 间呈显著正相关

性（ ｒ＝ ０．７９，Ｐ＜０．０１）。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土壤 ＳＯＣ 每增加 １ ｇ ／ ｋｇ，该土层的 ＭＷＤ 就会增加 ０．４７６ ｍｍ。
而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内， ＭＷＤ 和 ＳＯＣ 间无明显的统计线性相关关系（ ｒ ＝ ０．２１，Ｐ ＝ ０．４６），这说明该土层 ＳＯＣ
增加对 ＭＷＤ 的影响较小。 两个土层土壤的 ＳＯＣ 与 ＡＲ 的相关性如图 ６ 所示。 在 ０—１０ｃｍ 土层内，ＡＲ 和土

壤 ＳＯＣ 呈显著性相关（ ｒ＝ ０．７７，Ｐ＜０．０１）。 而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内，两者呈现弱线性相关（ ｒ ＝ ０．５１，Ｐ ＝ ０．０５）。
计算表明，ＳＯＣ 的增加更容易引起大团聚体的形成，这一结果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更为明显。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的影响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会改变土壤的微生态环境，从而影响土壤理化性质，进而影响土壤的团聚体分布［１９］。
合适的团聚体比例不仅会影响土壤肥力，而且是土壤有机碳稳定的重要保障［２０］。 研究发现，在该地区弃耕人

工造林或者自然恢复后，土壤 ０—１０ ｃｍ 土层的大团聚体数量对比农田土壤将会出现不同幅度上升，可能是土

壤的粘粒＋粉粒（＜０．０５３ ｍｍ）团聚体黏合成了粒径更大的团聚体（０．０５３—０．２５ ｍｍ 和 ０．２５—２ ｍｍ），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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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平均重量直径（ＭＷＤ）和团聚体比例（ＡＲ）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Ｗ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Ｒ） ｏｆ ｓｏｉｌｓ

提高了土壤团聚体的水稳性，改善了土壤的结构［４］。 而农田土壤由于常年翻耕，人为扰动程度较大，且耕作

加速了土壤团聚体的破碎，所以大团聚体含量相对较低［８］。 这与 Ａｎ 等（２０１０）在黄土高原的研究结果类似，
由于耕作对根系的破坏，植物纤维对土壤结构的稳定作用将会变弱，即相比于农田，森林土壤的团聚体稳定性

更高［２１］。
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同时也影响土壤的 ＭＷＤ 和 ＡＲ 值。 本研究发现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弃耕后无论是人工

造林还是自然恢复林，对比农田其ＭＷＤ 和 ＡＲ 值均增大，其中自然恢复林与农田结果差异显著。 这主要是由

于耕作所引起的农田土壤扰动会导致土壤有机碳损耗和稳定性团聚体减少［２２］。 而在影响团聚体稳定性和改

善土壤结构的各种因素中，土壤有机质含量水平以及微生物种群数量尤为重要［２３］。 森林土壤由于凋落物含

量高且在地表聚集，一方面减少了雨水对土壤的冲刷，另一方面这些有机残余物在分解过程中可以激活微生

物群落并导致真菌和细菌数量的提高，而它们产生的根系分泌物和酶可以增加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２４］。 在

不同深度土壤上的计算结果表明，除农田土壤外，其他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 ０—１０ ｃｍ 土层 ＭＷＤ 和 ＡＲ 值均高

于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表明水稳性团聚体含量随着土层的加深而降低，这主要与表层土壤凋落物及草本植物的

根系及其分泌物有关，近表层的高有机质含量可为大团聚体形成提供物质基础，进而增加了水稳性团聚体含

量，并最终改善土壤质量［２５］。 而农田由于常年采用小麦—玉米轮作的耕作方式，每年会对土壤进行翻耕，团
粒结构易被人为破坏，从而产生较低 ＭＷＤ 值。 本研究也发现，实验样地中自然恢复样地地表草本及灌木植

被生物量远大于刺槐林，其每年产生的枯枝落叶等凋落物也多于刺槐林；此外，自然恢复样地内以构树为主要

优势种群，构树为落叶乔木，具有根系浅、侧根分布广、生长快等特点，其早期生长速度及生物产量甚至超过杨

树，庞大的水平根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土壤质量，这也是该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结构更加稳定的一个重

要原因［２６⁃２７］。
３．２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及贡献率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的更替对土壤有机碳含量影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植被覆盖类型不同，凋落物类型也不同，
从而影响了土壤养分含量［２８］。 本研究几种土地利用方式＞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均较低，实验过程

中我们发现该区域＞２ ｍｍ 粒径土壤团聚体中普遍存在着大量的低含碳量半风化碎石，该结果应该主要是由

于半风化碎石的影响。 而在 ３ 种林地土壤中，除＞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外，土壤有机碳的贡献率均随团聚体粒径

增大而增大。 一般地，水稳性团聚体稳定性依赖于多糖、根、真菌菌丝等有机胶结成分以及一些物理化学过程

７９９６　 １９ 期 　 　 　 任荣秀　 等：华北低丘山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团聚体及其有机碳分布特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的相互作用，依据 Ｔｉｓｄａｌｌ 和 Ｏａｄｅｓ 模型，最小的团聚体由有机矿质碎片组成，它们与真菌细菌碎片结合在一起

形成微团聚体（＜０．２５ ｍｍ）；然后，植物根系和菌丝将这些微团聚体缠绕形成大团聚体（＞０．２５ ｍｍ），本研究的

结果也符合这一模型（图 ５） ［２９］。 研究发现，在自然恢复林 ０—１０ ｃｍ 土层中，０．２５—２ ｍｍ 与 ０．０５３—０．２５ ｍｍ
的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分别是＜０．０５３ ｍｍ 团聚体有机碳贡献率的 ３．２８ 倍和 １．３８ 倍，远大于农田土壤的相应

数值。 图 ５ 结果表明，农田土壤有机碳大部分存在于＜０．２５ ｍｍ 的微团聚体中，这是因为耕作会破碎大团聚体

并使有机质暴露出来，使得有机质更容易被土壤微生物所矿化分解，而小团聚体内有机碳一般较难被分解，所
以与林地相反，农田土壤有机碳更多地集中在微团聚体中（图 ５） ［３０］。 这也和 Ｓｉｘ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耕作

方式和强度会显著影响土壤有机质的累积，高耕作强度会加快土壤有机质的转化，同时减少团聚作用的形

成［１５］。 因此，在该地区也可以多采用一些保护性耕作措施，如少耕、免耕技术，配合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

来提高当地农田有机碳含量，增加土壤结构的稳定性［３１］。
３．３　 不同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与土壤结构稳定性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土壤团聚体结构稳定性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也和大部

分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一致［３２］。 即耕作等人为活动可显著影响土壤团聚体的大小分布和孔隙结构，进而对土

壤微生物栖息地产生影响，从而使受保护的有机质变的易于被微生物代谢和转化，最终影响种群活动及土壤

有机质含量［２２］。 一般地，土壤团聚体发育程度和土壤的固碳能力有很强的相关性，团聚体的形成是有机胶体

粘合作用的结果，反过来团聚体的形成又可以阻止有机碳的快速损失，团聚体内部的厌氧条件也可以降低有

机碳的分解速度［３３］。 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团聚体和团聚体有机碳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土壤类型

或者土地利用方式，只有在减少机械破坏的情况下，二者才有相关性。 在自然或者改良的农田生态系统中，由
于大团聚体内部的保护性环境，大团聚体包被的小团聚体周转速度较慢，以保护其内部包被的颗粒有机碳同

时提高矿物结合碳分解产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团聚体的稳定性［３４］。 在本研究中，弃耕后的土壤大团聚体增

加和水稳定性增强都和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有关，尤其是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二者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没有人

为扰动，土壤形成的大团聚体不会被破坏，团聚体也可显著降低微生物与其内部包被有机质接触的可能性，从
而引起有机质含量的增加［３５］。 此外，弃耕后林下植被丰富，减少了地表的裸露，减轻了雨水等对地面的击打，
这也会增加土壤团聚结构的稳定性［３６］。

４　 结论

１．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弃耕后自然恢复林与刺槐人工林的大团聚体（ ＞０．２５
ｍｍ）含量都高于农田，且自然恢复林的大团聚体增加更为显著。 与农田土壤相比，自然恢复林和刺槐人工林

的＜０．０５３ ｍｍ 团聚体含量均显著下降，这些现象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比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更加明显。 该研究区域

的自然和人工植被恢复均可显著促进大团聚体的形成，并改善土壤结构。
２． 弃耕还林后，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内，３ 种林地土壤的各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均大于农田，弃耕还林可

以增加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除＞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外，３ 种林地土壤的有机碳贡献率均随团聚体粒径的增

加而增加，而农田土壤的有机碳大部分存在于＜０．２５ ｍｍ 粒径微团聚体中。
３． 表层土壤的团聚体稳定性与其各个粒级团聚体有机碳含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团聚体的水稳性

主要依靠土壤有机质的胶结作用。 弃耕营造刺槐林或者自然恢复均可以增加研究区域的土壤团聚体有机碳

含量并提高其土壤结构稳定性，是该区域较为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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